壹、目的

一、研究動機：

美國總統布希與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高爾競選總統時，批評民主黨柯林頓政府對中國政策過於軟弱，忽略中國對美國社會的滲透，如非法竊取美國尖端科技及對民主黨政治獻金弊案等，傷害美國國家安全，當選後即揚棄柯林頓政府視中國為「戰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之觀點，而改採布希主要外交智囊萊斯（Condoleezza Rice）所稱之視中國為「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之觀點，上任之初處理美中EP-3偵察機擦撞事件對中國採取較強硬的立場，並公開表示將盡其所能協助防禦台灣及批准售予台灣紀德級驅逐艦、愛國者飛彈及柴電動力潛艇等先進武器。

惟2001年9月21日美國紐約世貿大廈及國防部五角大廈遭受回教恐怖份子攻擊，布希政府爰將恐佈份子列為美國國家安全之首要威脅，為積極準備反恐戰爭，布希政府修改先前對中國強硬對抗的政策取向，轉而爭取中國的合作與支持，之後布希政府官員不再以「戰略競爭者」一詞形容中國，而改稱中美關係相當複雜，有競爭的成份也有合作的成份，美國副國務卿Robert Zoellick 於2005年9月在紐約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中發表美國對中國政策演說，呼籲中國成為國際體中「負責任的利益關係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即具有對美中關係重新定調之意味。

根據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沙特(Robert Sutter)等之研究觀察指出，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美國社會對中國政策的立場較為分岐，除了行政部門與國會間對中國政策進行角力，包括智庫在內的利益團體對於中國政策的制定影響力日增。研究美國智庫與其政策影響力的學者Donald E. Abelson指出，缺乏外交事務經驗的布希，其外交決策須倚重與共和黨素有淵源之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等智庫之人材，如萊斯先前為胡佛研究所之研究員，伊在胡佛研究所的同事George Shultz (曾任雷根總統之國務卿)係布希於競選總統時主要的諮詢對象，另一外交智囊Paul Wolfowitz則曾擔任過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未來國防委員會主席及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董事長。此外，布希政府退職官員如前國務院亞太助卿James Kelly及國安會亞太事務主任Michael Green現均任職於戰略暨國際研究所（CSIS）。

基於美國主要智庫與美國外交決策圈具有深密互動的關係，本文旨在透過智庫的角度探美國在911後以反恐戰爭為主軸的戰略，對其處理台灣及中國政策的轉變，擬從相關研究文獻資料及與智庫專家的訪談，來瞭解美國智庫發展的歷史及成長的因素，智庫在美國外交決策的角色與功能，美國主要智庫對911後布希政府對中、對台政策的觀察，智庫對美中台三邊關係的研究觀點及研究趨勢，並探討智庫的政策影響力，以及智庫研究對於台灣在民主鞏固及國際文宣上的意涵及啟示。

二、研究對象

美國智庫之數目超過上千個，惟具有相當規模且在外交及國防事務上對國會及行政部門具有影響力之智庫則包括美國保守派的旗艦智庫美國企業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獨立之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以及與美國國防部合作關係密切之蘭德公司（Rand Cooperation）等主要智庫，並分別概述如后：

1、美國企業研究院(AEI)

      （1）創立時間：1943年。

（2）基金來源：私人、企業及基金的捐助，以及會議及銷售收入。

（3）政治哲學：保守，黨派中立，非營利性。

      （4）中國研究：該院設有外交及國防研究部門，係於該部門亞洲研究計畫下進行有關中國與台灣問題的研究。

（5）主要中國問題專家: 李潔明(James R. Lilley，前美國資深外交官)、卜大年(Dan Blumenthal，前美國國防部官員)。

（6）宗旨：該院宗旨主要係贊助有關世界經濟、美國外交政策，以及政治與社會問題之研究，致力於透過積極問政、辯論及寫作維持與加強自由社會的基礎—有限政府、具有競爭力的私人企業、重要文化與政治機構，以及警覺性的國防。

 2、布魯基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

  （1）創立時間: 1916年。

（2）基金來源：該所財源主要倚靠捐助基金利息，以及慈善基金、企業及私人的贊助。

（3）政治哲學：私人，非營利性的機構，政治意識形態中間偏左。

（4）有關中國研究：該所外交研究計畫下設有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Northeast Asia Policy Studies)就中國及台灣問題進行相關研究。

（5）主要中國問題專家：卜睿哲(Richard C. Bush, 前AIT理事主席), Jeffery Bader,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 黃靖(Jing Huang，哈佛大學博士、上海復旦大學碩士、四川大學學士)。

（6）宗旨：該所研究宗旨標榜提供獨立之分析與評論，並向公眾發表研究結果；其舉辦會議及活動宗旨在於提供學術界與公共政策溝通橋樑，增進決策者對新知的注意，以及學者對公共政策問題的了解。其財源主要用於贊助研究及教育活動，該所同時接受政府委託之非秘密性研究計畫，但保留公告其研究發現之權利。

3、卡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

  （1）創立時間：1977年。

  （2）基金來源：基金會，企業，私人的捐助。

  （3）中國問題研究：該所美國外交政策研究計畫之一部份。

  （4）主要中國問題專家：Ted Galen Carpenter。

  （5）政治哲學：黨派中立，自由

  （6）宗旨：該所係總部設在華府之黨派中立之公共政策研究機構，該所係以卡圖書信(Cato’s letters)來命名，當時係美國自由主義者為美國革命奠下哲學基礎之文件。該所致力於參與公共政策辯論能夠產生符合美國傳統價值原則如有限政府、個人自由與和平之政策選項，關切民眾對政策問題的參與及政府的適當角色。

4、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創立時間：1910年。

（2）基金來源：主要來自基金會本身基金的貲息，並接受非政府及慈善基金的捐助。

（3）中國研究：該基金設有中國研究計畫，就中國及台灣相關問題進行研究。

（4）主要中國問題專家：史文(Michael Swaine, 前蘭德企業亞洲部主任,人民解放軍及亞太安全問題專家)、裴敏欣(Minxin Pei，中國研究計劃主持人，哈佛大學博士、匹茲堡大學碩士、上海國際研究大學學士)。

（5）宗旨：該基金從事有關國際事務及美國外交政策之研究、研討、出版及教育等非營利性活動，並出版「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季刊。基金會研究人員背景包括來自政府、新聞、法律、學術及公共事務等各領域，該基金透過寫作、公開研討及接受媒體訪問，研究小組及會議，致力於擴大專家及公眾對各項國際問題之參與討論。討論議題包括全球人口之移動、核武擴散、經濟改革、財富分配不均、區域衝突、多邊主義、民主之建構及武力使用等。該基金並鼓勵對國際事務之創新研究。

5、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

（1）創立時間：1962。

（2）基金來源：主要來自基金會及企業、個人的捐助，少部份來自接受政府委託、出版品銷售及會議收入。

（3）政治哲學：黨派中立及非營利性之研究機構。

（4）中國研究：該所設有費和中國研究計畫，就中國及台灣相關問題進行究。

（5）主要中國問題專家：季北慈（Bates Gill,費和中國研究計畫主持人）、葛來儀（Bonnie S. Glaser,亞太安全問題專家）、Michael Green(日本研究計劃主持人，前美國國家安全會議亞太事務資深主任)，James Kelly（資深顧問，前國務院亞太助理國務卿）。

（6）宗旨：該中心致力於政策分析及影響政策，該所擁有各主要地理區域之專家，同時也涵蓋功能性之議題，如國際財經，美國貿易及經濟政策，國家及國際安全問題、能源及資訊通訊等自1999年由前美國參議員Sam Nunn擔任該中心董事會董事長。該所擁有220位全職人員，致力於戰略分析、研討因應計畫、分析政策選項及政策建議。

6、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創立時間：1921年。

（2）基金來源：私人及企業之會員費收入、捐助、贊助、出版收入、投資、獎學金等。

（3）政治哲學：黨派中立之獨立研究機構。

（4）中國研究：該中心設有亞洲及中國研究計畫，就中國及台灣問題進行研究。

（5）中國問題專家：Elizabeth C. Economy（亞洲研究計畫主持人）、Adam Segal（亞太安全問題專家）。

（6）宗旨：該會係於1921年由商人、銀行家及律師基於美國應積極參與世界的理念而創設，其成員來自美國各專業領域的精英人士，堅信美國的和平與繁榮與世界密切相關，該會致力於提昇對他國之人民、文化、歷史、期望、內部爭執及野心等之瞭解，透過私人或公共的研究及辯論確保美國的國家利益。該會總部設於紐約，其深受尊重及影響力的成員定期與協會會員、政治領導人士及思想家就國際問題進行研究小組或圓桌討論的閉門會議，其目的在於洞悉國際事務發展，並供美國外交政策新的理念。其研究人員經常出版書籍、發表文章及報紙評論，以及接受電視及廣播的訪問。

7、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

（1）創立時間：1973年。

（2）基金來源：個人及企業之捐助，投資收入，基金會的補助，以及出版品的收入。該基金會不接受政府資金及進行委託研究。

（3）政治哲學：倡議保守政治理念。

（4）中國研究：該會設有亞洲研究中心，就中國及台灣問題進行研究。

（5）主要中國研究專家：譚慎格(John J. Tkacik，前國務院官員)、Peter Brookes(亞洲研究計畫主任)、Harvey Feldman(前美國資深外交官)。

（6）宗旨：該會主張根據自由企業、有限政府及個人自由，美國傳統價值，及堅強國防等保守主義的理念，透過研究及教育活動促成並提倡保守派之公共政策。該會致力於對主要政策議題提供及時而精確的研究，並強調有效地將研究成果行銷至國會議員、重要之國會助理、行政部門決策人員、全國性新聞媒體，以及學術界、政策領域之閱聽人。

8、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1）創立時間：1919年。

（2）基金來源：私人、相關基金及企業的捐助；該所本身捐贈基金的滋息；史丹佛大學對其圖書館及檔案室的補助。

（3）政治哲學：保守理念。

（4）中國研究：自1945年即開始有關中國與台灣研究。

（5）主要中國問題專家：Larry Diamond, Ramon H. Meyers, Henry Rowen, Richard V. Allen, Michael H. Armacost。

（6）宗旨：蒐集有關國內外有關經濟、政治及社會變遷之必要的知識來源，並瞭解其原因及影響；分析政府有關公共政策行動的成效；運用合理的論述及學術的智慧產生，出版及散布理念促成正面政策的形成，並將理念轉化為有益於社會的政治倡議；增進公眾、媒體、國會議員等對重要公共政策的瞭解，並促進積極的對話。

9、蘭德公司(Rand Cooperation)

（1）創立時間：1948年。

（2）基金來源：主要來自美國空軍、陸軍及國防部長辦公室之預算。

（3）政治哲學：黨派中立之獨立研究機構。

（4）中國研究：該公司設有亞太政策中心，就有關中國與台灣等區域安全、外交、經濟發展、能源安全及人力資本等問題進行研究。

（5）主要中國問題專家：William H. Overholt (亞太政策中心主任), Roger Cliff(資深政治科學家)、Eric Larson（資深政策分析家）。 

（6）宗旨： 該公司致力於透過研究與分析協助公司部門改善政策及決策。該公司自創立以來即發展運用系統理論、博奕理論及各種模擬分析協助國防部門因應其政策挑戰。目前研究及服務的範圍已超越國家安全的領域，為公私部門的客戶所面臨的決策挑戰提供客觀的分析及有效的解決方案，包括重要的社會及經濟問題如教育、貧窮、犯罪及環境等。

貳、過程

一、研究機構簡介：

（一）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係創立於西元1968年，被譽為全美最佳之公立大學，目前該校教員中有18位諾貝爾獎得主，另根據美國「國家研究協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之評鑑，該校97%之研究課程排名全美前10名以內，與私立名校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史丹佛大學等具有相同的聲譽；該校學術資源豐富，除教授及學生素質均為上乘外，該校擁有3大綜合圖書館、24 個專業圖書館及13個附屬圖書館，藏書共900萬冊、定期刊物8萬9,750種、微縮影片500萬份、地圖40萬2,650份、政府文件10萬9,000 份、錄音資料6萬1,900份，錄影帶6,350份。

（二）該校東亞研究所(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係整合校內有關東亞及太平洋研究計劃之中心，柏克萊的東亞研究的深度及廣度經常在全美排名第一，係獨特之美國國家資源中心，以及加州與西岸珍貴的資產。該所係整合校內中國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韓國研究中心、佛教研究中心、亞洲研究小組、中國研究圖書館、東亞國家資源中心、中國語言研究校際研究計劃等，鼓勵就東亞時事及歷史問題進行跨科際之研究，包括美國與東亞地區國家的關係。該所除聚集校內人類學、建築、東亞藝術史、商業、經濟、東亞語言及文化、電影、地理、歷史、新聞、法律、公共衛生、政治、心理學、社會福利及社會學等各領域優秀學者參與研究外，並同時與學術界外之商業界、新聞界、政府機構及藝文界合作，以強化教學與研究之內容。

二、研習情形：

 （一）研習「東北亞政治」（Politics in Northeast Asia）、「亞洲專題研討」（Asian Studies Proseminar）及「亞洲區域主義專題研究」（Special Topics in Area Studies—Asian Regionalism）等專業課程。

（二）參加「競爭的觀點：兩岸關係之新展望」（Competing Perspectives：A Fresh Look at Cross-Straits Relations）、「典範與謬誤：重新思考東北亞之安全」（Paradigms and Fallacies: Rethinking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東北亞動態與美國-南韓關係」(Dynamism in Northeast Asia and US-ROK Relations)、「一國兩制的意涵」（The Implications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轉變中的東亞：太平洋地區全面安全」（East Asia in Transition: Comprehensive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Rim）等學術講座或研討會。

（三）結識於東亞研究所教授政治、經濟或社會學課程之Prof. T. J. Pempel、Prof. Robert A. Scalapino, Prof. Lowell Dittmer、Prof. Thomas Gold，於該所訪問研究之日本學者（學習院大學教授）磯琦典世、（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大原盛樹，韓國學者（Sunchon National University教授）姜聲湖，新加坡學者（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教授）陳安，以及前來參加學術演講或研討會之加州聖地牙哥大學教授謝淑麗（Susan Shirk, 前美國國務院東亞事務局副助理國務卿）、馬里蘭大學政治系教授Miranda Schreus、布魯金斯研究所研究員黃靖、喬治梅森大學教授王明、韓國東北亞時代委員會委員長李洙勳、 新加坡南陽科技大學國防暨戰略研究院教授Mely Caballero-Anthony等；與渠等就亞太地區民主化發展、政經及安全情勢等交換意見。

（四）研讀Hollings, Robert L., “Nonprofit Public Policy Research Organizations: A Sourcebook on Think Tanks in Government”、Ricci, David M,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The New Washington and the Rise of Think Tanks”、Stone, Diane, “Capturing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Think Tanks and Policy Process”、Abelson, Donald E., “American Think Tanks and their Role in US Foreign Policy”、McGann, James G. and Weaver, R. Kent edit, “Think Tanks & Civil Societies: Catalyst for Ideas and Action”、Abelson, Donald E., “Do Think Tanks Matter?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ublic Policy Institutes”、Myers, Ramon H., Oksenberg, Michel C., and David Shambaugh, “Making China Policy”、Bush, Richard C., “At Cross Purposes: US-Taiwan Relations Since 1942”、 Bush, Richard C.,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等專書及主要智庫學者發表之專文。（詳細參考書目請見附件一） 

三、參訪過程（觀摩實習計畫）：

在加州柏克萊大學東亞研究所的協助之下，約晤美國主要智庫及知名大學研究中心（學術智庫）之中國問題專家，就美國智庫在美國外交政策過程扮演的角色及影響力、智庫相關政策研究的趨勢、中國崛起對美及對台之外交及安全挑戰、台美貿易自由協定、兩岸政治發展及兩岸關係前景等議題進行面對面訪談，分三階段進行：

（一）於8月27日至31日間前往洛杉磯地區訪問蘭德公司亞太政策部主任William Overholt、加州聖地牙哥大學亞太研究中心研究員Tai Ming Cheung、南加州大學亞太研究中心教授Daniel Lynch。

（二）9月11日前往史丹佛大學訪問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馬若孟（Ramon H. Myers）。

（三）於9月17日至26日間前往華府及紐約地區，訪問美國國會研究處(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s)研究員簡淑麗（Shirley Kan）、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Robert Sutter（前美國國會研究處外交、國貿及安全研究小組主任，及前美國國家東亞情報官）、布魯金斯研究所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前AIT理事主席）Richard Bush、傳統基金會資深研究員費浩偉大使（Harvey Feldman）、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事務研究院中國研究計畫主任藍普敦(David M. Lampton)、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中國研究計劃主任Bates Gill、 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員卜大年（Dan Blumenthal）、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資深研究員暨中國研究計劃共同主任史文（Michael Swaine）、外交關係協會史國力（Adam Segal）、亞洲協會（Asia Society）政策部主任Mike G. Kulma、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東亞研究所教授白思鼎（Richard P. Bernstein）等。（觀摩實習計畫表、研究簡介暨訪談問題請見附件二）

參、研究心得

一、美國智庫的發展之歷史、類型及成長因素：

  1、第一波公共政策研究機構（1900-1945）

     美國智庫濫殤於20世紀初期，當時雖然已有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等名校，但一群美國慈善企業家及決策者認為有必要成立專注於研究與分析而非教學的機構，他們深信可以運用科學來解決社會、經濟及政治的問題，於是一些卸任總統及慈善企業家如Robert Brookings、Andrew Carnegie、Herbert Hoover、John D. Rockefeller, Sr.慷慨捐助基金，成立為提昇公共利益解決政策問題的非營利之機構，諸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10成立)、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 1927成立)、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1919成立)及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21)等知名智庫均於此時期創設成立。這些機構成立的背景及環境雖各有不同，但其目標均致力於對國內及外交政策問題進行調查研究與辯論，改善政府的決策。這些智庫主要晉用社會科學家，運用社會科學的方法產生客觀而中立的政策研究。

2、第二波政府特約研究機構（1946-1970）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出現新一波的智庫，這時期美國確立國際霸權地位，並與蘇聯展開核子時代的冷戰競爭，美國決策者面臨新的挑戰。在大戰期間美國政府認知到國防科學家的貢獻，杜魯門政府考慮需要具有工程師、物理學家、生物學家、統計學家、社會科學家等專家團隊之機構來支援決策者因應新時的挑戰，政府特約研究機構(government contractor)蘭德企業(Rand Cooperation)爰於1948年成立。蘭德企業係政府特約研究機構的原型，其他的政府特約研究機構如Herman Kahn創立之Hundson Institute，以及特別受到詹森(Lyndson Johnson)總統青睞而設立之專研國內政策問題都市研究院(Urban Institute)。由於行政組織的官員忙於日常業務，無暇於進行中長期研究，這些特約研究機構適可支援中長期研究，特別是國防事務需要專業而細膩的分析，同時特約研究人員可較不受黨派政治之影響。戰後時期美國同時出現非政府特約研究機構類型之智庫，如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並在華府的決策圈具有一席之地。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成立於1962年，知名決策人士如卡特總統之國家安全顧問Zbigniew Brzezinski, 前參謀總長William Crowe上將及前國防部長James Schlesinger，該中心通常與新上任政府密切合作為其規劃外交及國防的政策方向。

3、第三波倡議型智庫（1971-1989） 

1970年代及1980年代美國出現新類型之政策研究機構，稱之為倡議型的智庫(advocacy think tanks)，引起相當的關注。此類型的智庫除從事政策研究外，強調政策理念的行銷。除了於辦公室研究政策問題外，此類型智庫的創辦人瞭解積極參與政治領域的重要性。產生政策理念後，他們就會積極地策略思考如何有效的影響政策決策者、公眾及媒體。此類型的智庫以1943年成立之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EI)及1973年成立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為代表。傳統基金會擅長於快捷反應的政策研究，強調需要短時間內供國會議員及行政官員有關外交或內政問題一至二頁的政策簡報，並強調對媒體行銷其政策理念的重要性。由於傳統基金會的策略奏效，在雷根政府時代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此時期許多智庫紛紛跟進採取積極行銷策略。

4、第四波遺產型智庫（1990-1998）

美國最後一波的智庫稱之為華麗型或遺產型的智庫(vanity or legacy based think tanks)，或許這一波尚未構成新的風潮，卻是新而有趣的發展。此類型的智庫以1982年成立之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及1994年成立之尼克森和平與自由中心(Nixon Center for Peace and Freedom)為代表，他們發展許多研究計畫協助發展其創辦人(前美國總統)遺留的理念，有些此類型的智庫並積極介入政治倡議的活動。此類型的智庫特別有興趣於產生，或至少重新包裝政理念，藉助學術的公信力轉化成政治人物的政綱，以補主流政黨的不足。

5、綜觀以上美國智庫興起的歷史，其澎渤成長可歸之於慈善企業家捐助勵學之傳統，重視專家與科學研究之精神，加上美國具有較的開放政治體系，需要具有旋轉門功能之人材儲備庫，以及尼克森、卡特及雷根等卸任元首延續政治影響力等四大因素。

二、智庫在美國對外決策的角色與功能：

 1、現任外交關係委員會（FPR）主席Richard N. Haass於2002年擔任國務院政策及規劃主任（2001年至2003年），以政府決策者的觀點指出「在許多影響美國外交政策形成的力量中，智庫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智庫對於美國外交政策制定具有五大功能：

（1）理念的工廠：智庫最大的貢獻在於提供決策者新的政策思維，改變決策者的世界觀及政策選擇，例如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外交關係協會就著手進行廣泛之戰爭與和平研究計畫，探索建立戰後和平的基礎。參與計畫的研究人員提供國務院682項備忘錄，議題包括德國的佔領及聯合國創立等。戰後該協會之旗艦刊物「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刊登美國外交官喬治.肯楠（George Kennan）匿名發表之「蘇聯行為的來源」(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乙文，為美國戰後40年之圍堵政策奠定理論基礎。1993年「外交事務」刊出哈佛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所撰「文明與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之論文，對於美國冷戰時期後的外交政策辯論提供嶄新的視野。自從2001年911恐佈攻擊事件以後，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s) 的研究也協助美國政府思考在面對國內外恐怖的威脅如何採取適當的策略及措施。

（2）供給人材：除了提供新的政策思維，智庫為新的政府及國會提供穩定的專業人材。不像法國及日本政黨輪替執政後，主要倚賴資深文官，美國政治體系在更換政權後，數以百計的中高階層的行政官員也跟著替換，智庫適提供總統及內閣部長可用之專家人材。例如卡特（Jimmy Carter）於1976年贏得總統選舉後，其政府即晉用許多來自布魯金斯研究所及外交關係協會之人員。四年後雷根（Ronald Reagan）連續當選二任總統期間，亦晉用約150名來自傳統基金會（Heritage）、胡佛研究所（Hoover）及美國企業研究所（AEI）之人員。另小布希政府第一任期之外交機構的上層人員也遵循此一模式，國會務院資深官員中具有智庫背景如全球事務國務次卿Paul Dobriansky，前係擔任外交關係協會（ FPR）華府辦公室主任；如武器管制暨國際安全次卿John R. Bolton，前係美國企業研究所副所長； James Kelley擔任亞太助理國務卿，前係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太平洋論壇（Pacific Forum）主席；國際組織之助理國務卿Kim Holmes，前係美國傳統基金會副主席；Richard N. Haass於2001年3月擔任國務院政策及規劃主任前，係布魯金斯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3）匯集專業：智庫提供決策人士就政策選項建立共識或共同瞭解的基礎，誠如哈佛學者Ernest May指出公共政策決策圈的政策制定者及形成者係來自各個不同的專業領域，任何一項重大的外交政策倡議要獲得採納，就必須在外交決策圈建立強大支持的基礎。在所有智庫中黨派中立的外交關係協會，最擅長於匯集專業的角色，該會每年在紐約及華府、全國各地舉行上百場的聚會。對於美國官員而言，智庫活動提供黨派中立的場合可以用以宣布新的倡議、解釋現行政策及測識風向。對於外國重要人士而言，參與著名智庫的活動，可以接近具有美國外交影響力的人士。

（4）教育公眾：智庫同時協助教育公眾瞭解國際事務，提昇公民文化的內涵，由於全球化的腳步加速，此項教育功能顯得益常的重要。當世界更加整合之際，國際事件也與美國公眾生活關聯密切。譬如如何確保國外市場開放予農產品進口，如何防止流行性傳染疾病的擴大，於海外保護美國智慧財產不受侵害，美國觀光客在海外的安全，以及港口不受恐佈份子滲透等，美國公眾乃係外交政策之重大之利害關係人。在智庫方面已漸漸參與教育公眾的活動，如Aspen於1999年發展全球互賴的倡議（Global Interdependence Initiative），即旨在有效地激勵民眾支持美國的國際參與。

（5）化解差異的橋樑：最後智庫在於協助敏感對話，以及協助衝突關係者提供第三者的調解上，可以扮演積極的角色。美國和平研究所（US Institute of Peace）經國會的授權，長期以來即扮演非正式「第二軌道」（Track II）談判的角色，同時訓練美國官員調解長期的紛爭。其他傳統的智庫也積極參與預防性的外交、衝突管理及衝突解決等。例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在1980年代中期起在華府舉行系列的會議，邀集南非政治領導人士、牧師、商人、勞工代表、學術界、流亡自由代表人士、國會議員及行政官員就相關問題進行研討。此一系列會議共舉辦8年，協助南非在敏感的政治轉型期建立第一次對話，並為南非未來奠定共同瞭解的基礎。  

2、另一專研智庫問題的學者James G. McGann（外交政策研究院資深研究員暨智庫與公民社會研究計劃主持人）則指出，智庫具有以下基本的功能：

   （1）進行政策問題的研究與分析。

   （2）對於決策者面臨的政策問題及時提供諮商意見。

   （3）評估政府的計畫。

   （4）透過電子及印刷媒體解釋政策，增進公眾對於政策倡議的瞭解與支持。

  （5）協助建構涉及不同部們政策行為者之「議題網路」，以就特定政策議題或問題臨時聚會研商。

  （6）做為政府晉用重要決策者的人材庫。

3、James G. McGann並從智庫功能的角度指出，智庫所以能夠蓬渤發展，係因為具有以下特殊的功能可以弭補行政官僚組織的不足：

（1）由於政府部門官僚規章的限制較多，智庫的研究比政府的研究部門較具未來取向。

  （2）智庫較可能重組政策議程，不像行政部門較易執囿於標準作業程序。

（3）智庫較容易與不同群組的研究人員合作，不像行政部門在特定政策領域中存有既得利益的問題。

（4）智庫習於科際整合的研究與文化，可以打破行政部門之界限，較能有效地於政府內或對外向政策菁英、媒體及公眾傳布相關的政策研究；比較善於處理跨領域的全球性政策問題；比較善於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匯集利害關係人的意見；比較善於對政策過程提供宏觀的視野；比較容易超越行政部門門戶之見，善於構思執行的方法。

三、美國對台基本政策架構及取向

1、美國對台政策基調

根據Ramon H. Myers、David Shambaugh（2001）及等中國問題專家研究1989天安門事件以來美國有關中國政策制定過程指出，美國數任政府及國會係根據以下正式及非正式的規章做為指導原則：

（1）台灣關係法：卡特政府於1978年底宣布與中華民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後，美國國會隨即於1979年通過此法，除創立美國在台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繼續維持與台灣非官方關係，該法第三條並明定：「A.為了推行本法第二條所明訂的政策，美國將使臺灣能夠獲得數量足以使其維持足夠的自衛能力的防衛物資及技術服務；B.美國總統和國會將依據他們對臺灣防衛需要的判斷，遵照法定程序，來決定提供上述防衛物資及服務的種類及數量。對臺灣防衛需要的判斷應包括美國軍事當局向總統及國會提供建議時的檢討報告。C.指示總統如遇臺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遭受威脅，因而危及美國利益時，應迅速通知國會。總統和國會將依憲法程序，決定美國應付上述危險所應採取的適當行動。」，繼續提供台灣安全保障的承諾，亦係老布希總統及小布希總統決定對台軍售的依據。

（2）美中三公報：1972年美中上海聯合公報，美國同意「一個中國」原則，美國承認大陸與台灣都是中國的一部份，但重申和平解決台海問題；1979年美中建交公報，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全中國的合法政府，「並認知中國的立場，只有一個中國，台灣係中國的一部份」；1982年美中聯合公報，美國無意追求「兩個中國」的政策，美國對於中國承諾以和平方法解決台灣問題表示歡迎，美國對台軍售在質量上將逐年遞減。

（3）雷根總統對台六項保證：1982年雷根總統與中國簽署聯合公報後，私下寫給蔣經國總統的對台承諾：將不會改變台灣關係法；不會對台施壓介入兩岸做為調解人；沒有終止對台灣軍售的時間表，對台軍售決定也不會事先諮商中國；不會介入決定未來台灣主權的問題。

（4）柯林頓總統三不政策：1998年柯林頓總統於訪問中國時公開表示，不支持台灣獨立，或兩個中國，或一台、一中；不支持台灣加入需要國家資格為前提的國際組織。

2、布希政府的戰略觀點及對台政策取向

（1）基本戰略觀點：布希總統及其行政團隊視中國的軍力擴張及對美國社會的滲透為國家安全潛在威脅，雖然繼續與中國進行交往，但一改柯林頓政府忽略傳統友邦的作法，一方面加強與亞太地區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同盟關係外，911恐怖事件後，並積極發展與印度、俄國及巴基斯坦、中亞地區國家之關係；此外，為因應中國軍力快速成長，避免兩岸軍力失衡，布希上任後不久即於2001年宣布同意售予台灣紀德艦等先進武器，同時在國會的立法下賦以台灣等同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同盟國家地位，加強台美的軍事交流。

（2）政策取向：

A、根據美國國會研究部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s）研究員Kerry B. Dumbaugh(2006)觀察布希政府對台政策走向指出，布希總統上任之初比前任的政府更支持台灣，已揚棄過去政府「戰略模糊」，而採「戰略清晰」的立場，除了公開在媒體支持防衛台灣及批准對台軍售外，在台灣高層官員過境上也比前任政府禮遇；惟911恐怖攻擊事件以後，美國需要中國合作共同打擊恐怖主義，以及在解決朝鮮半島核武問提上需要中國的協助，加上台灣2004年總統選舉新憲法公投的議題，引發台灣可能走向台獨疑慮，造成台海不穩定，布希政府爰向台灣表明美國對台的支持係有限度，同時也警告北京不得採取片面改變現狀的行動，政策於是由向台灣傾斜走向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平衡之取向。

B、布魯金斯研究所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Richard C. Bush（2005）觀察布希政府之美中台關係變化指出，描述布希初期的政策取向係採單一嚇阻（Single Deterrence），即表明支持防衛台灣的決心，嚇阻中國對台動武的意圖，自2003年下半以後，由於國際戰略環境及台灣國內政治變化，使得布希政府採取雙嚇阻的(Double Deterrence)， 一方面警告台灣勿片面採舉走向台獨的行動，一方面警告中國不得採取非和平方式片面改變台海現狀，並鼓勵兩岸恢復對話，以維持兩岸的和平與穩定。 

四、智庫觀點與研究趨勢

（一）主要智庫對美中台關係的研究觀點

  1、「一個中國」與兩岸關係：

    （1）美國企業研究所訪問研究員Arthur Waldron與傳統基金會研究員John Tkacik（2002）在「亞洲華爾街日報」（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專文指出，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並不表示美國接受中國對台灣具有主權。事實上，台灣的法律地位尚未確定，惟為了維持兩岸的穩定，華府必須秉持模糊以及堅持和平解決的原則，施壓兩岸勿片面改變現狀；渠等主張維持對中國飛彈武力威脅之有效嚇阻力量，並期待中國有朝一日師法過去西德承認東德主權的做法，解決兩岸主權的紛爭。

（2）前美國企業研究所資深副所長John Bolton在擔任布希政府外交決策官員之前（前國務院次卿，現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2000），甚至主張考慮給予台灣外交承認，以及採行「兩個中國」（two China policy）的政策。

   （3）亨利史丁生研究中心（Henry L. Stimson Center）容安瀾（Alan Romberg, 2002）表示，雖然美國在50及60年代主張台灣法律地位未定，需由國際社會來解決，但70年代自從尼克森訪問中國，就改變了此一立場，至中美建交後，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合法政府，並認知中國立場，就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但仍堅持兩岸爭議必須由兩岸人民用和平的方法解決。但容氏認為這並不表示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台灣合法的政府，也不表示台灣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在國際社會為台灣代言。

   2、兩岸主權爭議與解決方案

   （1）前柯林頓政府國家全會議亞太事務資深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2005）在外交關係協會的旗艦刊物「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撰文主張，為了穩定兩岸局勢，避免雙方誤判造成流血衝突，美國應仲介雙方達成維持和平的暫行協定（interim agreement），由中國方面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台灣方面承諾不實施台獨。

   （2）布魯金斯研究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C. Bush,2005）指出，李氏主張雖然可以暫時擱置主權爭議，但實施上會遭遇困難，譬如如何界定「武力使用」（use of force）及「台獨」（independence），如雙方解釋不同，即可控告對方違反承諾，破壞協定。還有要求台灣接受一個中國之原則，在台灣藍綠紛爭政治生態環境下，立法院是否可能會接受還是一大變數。Bush主張採取李氏中程協議的精神，但不立即簽署正式的協定文件，強調需著重於「過程」（process）取向，採取包括恢復對話、建立權威而私密的溝通管道、知會政策宣示、建立軍事信心機制、放寬經濟交流的障礙、對於武器採購採取自制、擴大台灣國際參與角色等，以達致減輕相互疑慮、降低不可預測性及不信任感，並增加相互信心及合作的誘因等目標。

   （3）Bush 同時也批判中國「一國兩制」（one country, two systems）的模式，缺乏彈性，他指出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解決主權紛爭的方案有「歐盟」(EU)、「國協」（Commonwealth）、「邦聯」(Confederation)、「聯邦」（Federation）等各種模式，他期待中國內部對此進行辯論；至於中國在國際採取孤立台灣作為，也只有傷害中國在臺灣人民心中的形象，中國應該考慮調整。

（4）喬治梅森大學政治系華裔教授王明(Ming Wan,2004)在國會眾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舉辦有關「台灣關係法：下一個二十五年」（Taiwan Relations Act: Next Twenty Five Years）做證時與Bush持同樣的看法，認為中國應揚棄不可能為台灣接受的「一國兩制」，並應容忍台灣有較大之國際參與空間。

（5）傳統基金會研究員Larry Wortzel(2002)指出，美國對兩岸解決主權爭議的內容及結果保持中立的立場，但兩岸如何解決爭議事關美國重大利益，美國主張兩岸人民應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兩岸爭議，反對以脅迫或使用武力的方式。而台灣目前已是民主國家，人民可以透過選舉或公投等方式表達意見，但中國人民還在共產黨的威權統治下，無法自由表達意志。為了嚇阻中國對台灣用武，美國必須提供台灣必要的防衛武器與服務，對於台灣民選領導人過境美國時也應給予相當的禮遇。中國領導人經常告知美國領導人美國對台之行為不可以跨越其「紅線」，但中國必須瞭解美國對台政策的紅線並不是北京所能劃定的，而這個「紅線」是在華府由國會透過立法、最高法院、民選總統及美國人民所共同決定的。

    （6）戴維斯學院教授任雪麗（Shelly Rigger, 2002）在一項由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EIP）與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共同舉辦之「台灣與美國政策」研討會指出，台灣陳水扁總統於2000年當選總統後，對中國採取較溫和的路線，但由於台灣在野黨的反對，以及中國並沒有採取善意的回應，致其溫和路線挫敗，她認為當時美國政府應該有更積極的作為，鼓勵陳總統繼續維持其溫和的路線。

（7）參與同一會議之喬治城大學教授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 2002）等學者亦主張雖然認同美國政策，不介入兩岸做為調解人的角色，但是由於兩岸缺乏互信所造成的政治僵局，亟需信心建立機制，以降低兩岸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建議美國應積極扮演促和者（facilitator）的角色，譬如藉外交關係協會（CFR）或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等智庫之場合邀請兩岸領導人重要的智囊進行研討，增加兩岸對話的機會。

   （8）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馬若孟（Raymon H. Myers）於接受筆者訪談時表示，中國近來對亞洲鄰國採取睦鄰外交，秉持相互尊重對方主權的精神，贏得亞洲鄰國的信賴與合作，可以增加區域的穩定性，中國應該考慮運用此一原則於兩岸關係上，或可促進兩岸關係朝正面的方向發展。

 3、不穩定的因素--反分裂國家法（anti-session law）：（1）普林斯敦大學政治系教授傅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2005；渠為外交關係協會成員，目前為國務院東亞事務局副助理國務卿)受邀至國會聽證會做證時表示，中國通過反分裂法負面的效應較大，包括台灣、美國及歐盟均反對該法。中國之所以通過該法係內部政治情勢所致，由於胡錦濤甫於2003年接任中國領導人，為鞏固其權力，對於台灣問題必須表示堅決的立場，中國對於陳水扁總統於2003年競選連任表示將修改憲法，包括可能採取公投通過新憲法，認為台灣將透過修憲走向主權獨立，並判斷台灣泛綠陣營將贏得2004年12月立法院選舉的多數席位，因此推動該法阻止台獨，惟台灣選舉果泛藍陣營贏得選舉，但中國內部已然無法停止反分裂國家法之通過。的確，反分裂國家法增加兩岸局勢的不穩定，但顯然台北方面對於反分裂法的反應也相當自制，沒有升高緊張的情勢。

（2）傅氏認為，自從2002年上半年以來華府對於台海兩岸的政策已相當有建設性並而且相當成功，能夠有效阻止兩岸衝突爆發的可能性。布希政府已採用平衡的途徑，一方面嚇阻中國對台灣採取侵略的行為，一方面勸阻台灣領導人不要採行可能會挑釁中國而造成不可避免之衝突的政策。惟今後華府仍將面臨挑戰，雖然中國邀請國民黨領導人至北京對話，對兩岸是好的現象，但仍拒絕台灣民選政府成員進行對話，這用意在於分化台灣內部。華府一方面應鼓勵中國與台灣民選政府的成員進行對話，一方面應勸告台北勿對國民黨的中國之行有太激烈的反應。

（3）至於嚇阻中國對台灣使用武力方面，華府必須維持有效的嚇阻政策，一方面警告一旦動武美國勢將介入干涉，另一方面必須確信對方自制勿採取動武的行動。由於中國軍力快速現代化，華府必須繼續供應台灣武器及增加對台軍事的協調。惟在增加對台軍事協調方面，北京抱怨這意味美國對台獨無條件的支持，因而減弱了嚇阻政策中確信的要素。因此，美國必須公開地並一在宣示不支持台灣獨立，對於台灣一些可能改變現狀的舉動也必須予以批評，表示不受華府歡迎的立場。華府必須要能夠釐清其對台軍事策略並非鼓勵台獨。在有效的嚇阻政策，必須維持警告及確信的平衡，這樣華府才能幫助台灣增加其安全，在亞太地區避免大國之間不必要之衝突，也才能增進美國在東亞地區有關和平、穩定及民主的利益。

（4）傳統基金會研究員譚慎格(John J. Tkacik, Jr., 2005)中國通過反國家分裂法顯示已大幅偏離以和平方法解決兩岸問題的承諾，可以隨時編造理由對台動武，他在國會聽證時建議美國：鑒於過去110年中台灣與中國已分離106年，美國應釐清所謂「現狀」及「一個中國」的定義；雷根總統簽署1982年上海公報係以中國承諾以和平方法解決兩岸問題為前題，如果未來中國對台海的穩定與和平有所挑戰，國會可以考慮以雷根總統對台的六項保證轉化為國會決議案做為反制；誠如國務卿萊斯五年前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所言中國決非「現狀」之強權，很可能會改變東亞權力的平衡，美國必須洞悉未來的五年或二十年中國與台灣會如何變化，也必須對於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利益、目標與目的有清晰的概念。惟美國對中對台尚缺乏清楚的戰略思維，國會應推動此事，特別必須注意美國在台灣的利益，台灣不僅是蓬渤發展的民主，美國的第十大輸出市場，也是美國重要的安全夥伴。行政部門應針對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利益，以及在西太平洋應採取戰略方針進行戰略調查，是否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會排除台灣與美國的戰略合作。

（5）Shelly Rigger (2005)認為中國通過反分裂法具有以下的反效果：台灣的政治領導人及民眾一致反對反分裂法，3月20日台灣數十萬民眾走向街頭抗議此法；在美國，北京聲稱台灣尋求片面改變現狀的訴求力道因此法通過而減弱；此外，歐盟方面原考慮解除對北京武器輸出的禁令，惟因此法通過，歐盟暫緩禁令之解除。中國通過反分裂法確實傷害了北京與台北、華府及布魯賽爾的關係，北京領導人之所以做此一決定，主要在於：向國際社會展現北京防止台灣走向台獨的決心；胡錦濤、溫家寶等北京高層領導人向同一世代的領導人及政治菁英人士展現其對台灣強硬的立場，在中共領導階層，若對台灣表現軟弱或有所彈性是相當危險的，他們必須向同志及同胞展現決心將不會失去台灣；反分裂法最主要的目的在於恫嚇台灣，不論短期或長期他們認為須對台灣施予壓力以防止其走向台獨。

（6）Shelly認為反分裂法之通過也不必然會使得兩岸關係無法回復。她認為假如台北能夠有技巧地處理反分裂法，可以成為加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國際社會關係的機會，關鍵在於台北領導人須自我節制，勿貿然採取報復的措施而升高兩岸緊張的情勢；此外，北京領導人或可藉此法安撫強硬派，因而可以對台採取較彈性的做法，為兩岸關係開啟歷史的新期。            

4、台海安全之挑戰

  （1）蘭德公司研究員Roger Cliff (2005)於國會做證指出，中國在台海戰爭中要擊敗強大之美國，可能採取的戰略原則為：第一，採取主動；第二，強調出奇不意的重要性；第三個原則就是先發制人；第四個原則增加敵人介入台海衝突的成本；第五，有限的戰略目標，即造成快速佔領台灣的事宜而不挑戰美國的重大利益；第六，避免直接衝突，進行重點打擊。針對中國所採取的戰略，建議美國應：第一，加強空軍基地及飛行戰略儲油設施被動防禦之機制，以預防中國飛彈之攻擊；第二，在重要的軍事設施如空軍基地佈署陸基及海基的空防系統，反飛彈之空防系統可以降低中國飛彈攻擊之效率；第三，分散美軍在西太平洋地區之空軍基地，以反制中國重點打擊的策略；第四，在衝突的初期必須增加美國在西太平洋航空母艦的數目。

（2）自1995及1996年台海危機後，面對中國之軍事威脅，美方日益關切台海安全問題，除了期待台灣完成軍購計畫，並加強台美安全合作，幫助台灣進行國防改革，針對台灣國防改革的成就及不足之處，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資深研究員史文（Michael D. Swaine, 2005）指出，台灣在文人領軍之改革，對於軍隊中立及軍隊接受國會及公眾監督等層面，已獲得重大進展，如台灣通過國防組織法，廢除軍令軍政雙軌的體制，參謀總部改隸屬國防部指揮，總統為三軍統帥，軍隊已不專屬於某一政黨；惟文人領軍之改革尚未真正完成，例如台灣法律規定國防部在2003年前三分之一之主要職為須由文職人員擔任，但事實上這些文職人員大部份仍由退休之軍人擔任。另如台灣推動精簡軍隊人數的精實計畫，其內部對於要裁減那一軍種及那一單位仍未達成共識，至於最終裁減的數目也有不同的看法，目前台灣地面部隊人數仍佔軍隊總人數的一半以上。至於台灣在於先進武器採購之進度、不同軍種聯合作戰、建立晉用文職人員制度以及整合戰略規劃方面之進展仍然有限。

（3）史文指出，台灣軍事改革成功與否除了美國給予協助外，尚需台灣高層領導及大眾的支持，台灣是一個新興的民主國家需要文人更深地介入國防決策之中，基於中國威脅的程度及複雜性，需要將決策過程制度化、將軍事專業擴及文官領域、建立具有聯合作戰功能之參謀總部，以及建立能夠統籌監督軍事及文人機構的機制。

（4）對於此一鉅大的變革，台灣軍職人員仍不放心將決策權交給沒有國防事務經驗的文職人員，由於軍事及國防教育侷限於軍事機構，未能將國防軍事經驗擴展至文官體系。史文最後總結台灣要達成國防改革之目標，需要：

          A、更有能力且團結的政治領導，以更堅定的態度接受國防改革及現代化的挑戰。

B、台灣精英及其他重要社會的部門必須清晰瞭解人民解放軍威脅日益升高的急迫性，台灣必須更有能力解決這些急迫的需要。

C、台灣政治精英及軍職人員必須對於採取何種最佳的國防策略以及對於因應威脅的軍種結構達成更高的共識。

D、台美間必須清楚瞭解他們各自在嚇阻及國防上之戰略及運作目標間的關係。

（5）蘭德公司（Rand）研究員Michael S. Chase (2005)就台美安全合作指出：

A、台美安全合作的層面日益多元化且步調加速，除了需加強雙邊的協調外，必須考慮建立經常性、制度化的管道上就較大的戰略問題上加強溝通，以減少台美安全合作的摩差。

B、美國不滿台灣軍購步調緩慢，特別是有關影響飛彈防禦體系之建立，美國鼓勵台灣購買PAC-3愛國者反飛彈系統，反制中國在對岸佈署之飛彈，惟台灣部份立法委員及官員卻憂心購置的成本及該系統的效率，顯示台美間對於軍購及威脅評估有相當的歧見。

C、台美雙邊必須採取行動防止雙邊的歧見構成加強安全合作的障礙。華府必須瞭解台灣刻正同時進行系列的國防改革及現代化的計畫，包括擴大文人領軍、精簡軍隊、改良聯合作戰能力、提昇對共軍作戰能力等，每項改革都是艱鉅的挑戰，特別又遭遇到預算及國會監督等限制的因素。對於台北方面，必須明確展現發展及維持國防實力的決心，要能夠抵擋共軍武力侵台行動，至少要給予美國有足夠的時間介入。

D、對於美國而言，最大的挑戰在於華府幫助台北改善國防實力的同時，必須清楚地讓北京瞭解美國無意挑釁，以確保原為增加穩定的作為卻反而造成危機。因此，美國對於台美合作必須非常審慎，雖然華府不能讓北京主導其對台的決策，但不得不考量北京可能的反應。

（6）另一智庫情報研究暨分析中心（DGI Center for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Analysis）高等研究及分析主任毛文杰(James C. Mulvenon, 2005)在美中經濟暨安全調查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ttee）做證時指出：

    A、台灣重要政經基礎建設及資訊網路安全防護的程度均比以色列及南韓等國家來得低，中國人民解放軍已針對台灣硬體及資訊網路等基本建設的脆弱性，除可能採用飛彈奇襲、斬首、空降第五縱隊之特種部隊等戰術外，並積極發展資訊戰之能力，擬藉癱瘓台灣資訊及戰管指揮網路系統，嚴重打擊台灣人民抵抗之意志。

B、根據公開資訊，中國對台灣情報戰逐漸取得優勢，如媒體報導2003年中國逮補人民解放軍空軍戰爭學院院長劉光啟（音譯）中將等等案例，顯示台灣在中國之情報佈建，已逐被中國破解。另外，台灣有高階退休將領至中國長住經商，並時聞敏感之台美軍事合作消息外洩，諸如佈署海底整合監測系統（Integrated Underwater Surveillance System）及防禦支援系統（Defense Support System）等均為國際媒體所披露，這也使得美國對於與台灣在情報分享及合作上抱持謹慎態度。

C、中國人民解放軍刻積極發展阻撓美軍介入台海戰爭的能力，除了增加潛艦數目等外，其中可能採取的戰術之一即發動資訊戰癱瘓美軍之資訊網路，人民解放軍已認知美軍後勤支援體系使用民間資訊網路幹線，針對此一脆弱性，很可能先發制人攻擊美軍後勤電腦網路，達成延遲美軍介入台海衝突的戰略目標。

       5、鞏固民主與台海穩定

        （1）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日本研究計劃主持人Michael Green（2006,前國家安全會議亞太事務主任 ），在一項「鞏固台灣民主：挑戰、機會與前景研討會」（Consolidating Taiwan’s Democracy：Challenge、Opportunity and Prospect）指出，目前布希政府採取的觀點，係長期奉行理想主義（idealism）推展民主價值，短期採取現實主義(realism)維持區域內的權力平衡與穩定，民主的台灣對美國而言係寶貴的資產，具有戰略的價值，對於促進中國大陸民主化具有重要示範作用。故他建議台灣內部應避免對於主權的爭議，不應追求對主權認同的議題，而應深化對民主的認同，發揮民主化的效應，如果台灣內部繼續分化，只會給予中國統戰策略有發揮的空間，甚至給予中國對台動武的藉口。

（2）接受筆者訪談之智庫專家卜睿哲、Bates Gill、藍普敦等表示，美國不會反對台灣進行有關提高民主效率有關的政治改革，惟布希政府經歷2003及2004年台灣所推動的公投，以及2006年初終止國統會運作的事件，對於台灣推動憲政改革的議題，保持高度警戒的態度，美國政府希望台灣遵守承諾，不涉及國號、領土等主權問題，將給予中國挑釁的口實，造成台海地區的不穩定。至於台灣內部擬議推動內閣制或總統制，卜睿哲表示，根據美國的歷史經驗，在總統制的政治體制下，國會如由與總統不同政黨掌控時，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容易發生紛爭，造成政治運作沒有效率。他認為，以台灣內有分岐，外有強大威脅的狀況，如採取內閣制應可以增加政治體系的穩定，提昇政治運作的效率。

6、中國政經發展與區域角色

（1）民主化與社經發展之前景

     接受筆者訪談之智庫學者都一致認為中國短期內不可能實施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但由於中國能夠維持穩定的經濟成長，未來20至30年內應不致於會發生大動亂或崩潰的情形。Bill Gates、Thomas P. Bernstein等學者指出，中國內部仍將面對貧富差距擴大、流動及失業人口、醫療健保等社會福利缺乏、銀行體系壞帳問題、環境汙染及公共衛生等諸多挑戰。對於社會抗議事件逐漸升高的趨勢，中國的反應是加強資訊流通及新聞的控制，整肅地方官員貪腐，放慢經濟成長的腳步，以胡錦濤所提出「和諧社會」為中心思想，注重社會問題之改革。Thomas P. Bernstein並指出最近中國地方官員之整肅背後涉及中央領導階層派系鬥爭，值得進一步觀察。

 （2）中國在亞太地區之影響力增加

      接受筆者訪談之Shirley A. Kan, Richard C. Bush等智庫學者認為中國在亞太地區採行睦鄰政策相當高明，如與東協簽定自由貿易協定並推動東亞高峰會，他們也承認美國由於專注於反恐戰爭，忽略與東協等亞太國家的交往，惟目前尚看不出會對美國的經濟及安全利益構成重大挑戰。Bush表示美國會密切觀察東亞高峰會的發展，如有不利美國的情勢出現，美國一定會採取行動；史文、Bates Gill等則指出美國不可忽略此一發展趨勢所隱涵的戰略意義，美國對於亞太地區的外交應有更細膩的作為及佈局。

（二）美國對於亞太政策關切焦點及智庫研究趨勢

       美中台三邊關係僅係崛起中之中國所帶來區域國際關係變化之一環，美國決策者及智庫研究者日益重視其對美國在東亞地區之安全意涵，主要政策關切與相關研究趨勢分述如后：

1、911後美國國會就東北亞趨勢與美國利益舉行聽證會，其關切的議題如后：

（1）該區域轉變中的經濟動態趨勢—中國的崛起及日本的停滯—如何影響東北亞區域國家的關係,以及刻正形成的區域經濟與貿易的認同。

（2）中國政治經濟戰略轉型的可能發展方向，以及區域內國家對處理北京關係的長期策略。

（3）美日同盟關係是否將可發展成如同美英一樣的特殊關係，以及日本是否可以在國際安全事務上成為正常國家，並避免造成鄰國如中國及韓國產生敵意。

（4）確保台灣議題維持在一定的政治常軌的前景，並使其發展為兩岸人民可共同接受的和平解決方案。

（5）分裂之朝鮮半島發展的前景，美國準備改變現狀會影響對半島安全及區域安全的認知。

（7）在何種情況下俄羅斯會改善其在全球及東北亞的戰略觀點，新的俄美夥伴關係將如何影響俄羅斯與華府就東北亞安全目標合作的能力與意願。

2、綜合相關文獻資料及筆者對智庫專家的訪談，因應隨著中國崛起所帶來亞洲地區國際關係的變化，智庫相關研究趨勢重點如后：

   （1）檢視美中雙邊貿易及經濟關係對國家安全的意涵，關注人民幣貶值、中國是否履行WTO入會的承諾與義務、美國對中國經濟與技術的移轉、中國公司進入美國資本市場的情形、中國對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情形等。

（2）檢視人民解放軍有關其武器購置、研發及戰略、戰術的發展、中國軍方與民間工業之整合情形、中國對外武器擴散的情形，台灣軍隊現代化與改革，兩岸軍力平衡，以及其可能會帶給美國及亞洲地區安全的衝擊。

（3）檢視中國能源需求，評估中國在拉丁美洲、非洲積極尋找能源所形成的全球影響力，及其安全意涵；以及如何督促中國更有效率的使用能源。

（4）檢視中國內部政治發展、經濟改革及其如何因應失業、貧富差距、城鄉人口流動、地方官吏貪腐問題等社會安全挑戰，以及其可能對美國與區域經濟與安全之衝擊。

（5）持續關注朝鮮半島、台海安全情勢及中日韓三角關係之變化，研究危機管理、信心建立機制，促進各方學者及官員之對話，以合作代替對抗，維持區域穩定，以確保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利益。

五、智庫研究途徑及其政策影響力之評估

    （一）研究途徑

  1、比較政治的觀點：研究智庫學者如James McGann、Donald Ableson等比較美國及英國、加拿大等不同的政治體系，發現美國政治體系開放性較強，採取總統制，制定外交政策的權力由總統與國會分享，每次總統更替，超過2,000位以上之資深行政官員也隨之更替，智庫可以扮演人材庫及旋轉門的功能，且美國政黨黨紀的較弱，使得智庫的建言對於國會議員較能發揮作用，比起採行內閣制之英國、加拿大的智庫更具影響力。反觀英國及加拿大之決策官員比較依賴常任文官體系，政黨的紀律也較強，智庫能夠運作及發揮影響力的空間較為有限。

 2、制度決策的觀點：研究美國中國政策的學者如Robert Sutter、Kerry Dumbaugh等認為除了智庫在影響對中、對台政策外，其他的利益團體也在影響，如美國企業團體、工會團體、人權團體、宗教團體、美籍台灣人社團等，例如在1990年代有關給予中國最惠貿易國待遇的問題，美國人權團體持反對之立場，但美國企業團體強力遊說行政部門及國會，最後美國政府決定給予中國永久最惠貿易國之待遇；接受筆者訪談之智庫專家Shirley Kan、Michael D. Swaine、David Lampton等均提醒不要過度高估智庫的政策影響力。Shirley Kan特別提及台灣在推動台美貿易自由協定的議題上，智庫影響力有限，爭取美國企業團體的支持才是關鍵，惟另一智庫專家卜睿哲則認為爭取美國企業團體支持，雖是排除政治障礙，推動台美貿易自由協定的敲門磚，但最後仍必須透過包括智庫等管道影響高層決策。

       3、菁英主義的觀點：研究美國外交決策團隊之James Mann及智庫學者Donald E. Abelson就美國總統競選與外交智囊進行個案研究發現，由於總統候選人缺乏涉外的經驗與知識，需要借重智庫人材為其外交政策之謀士，於競選時為其籌畫其未來外交政策之方向，如小布希總統競選時即重用來自史丹佛大學及胡佛研究所之萊斯，當智庫學者成為總統的外交決策團隊成員，即發揮相當政策影響力；研究也發現民主黨總統頃向向外交關係協會、布魯金斯研究所等自由派智庫晉用人材，共和黨總統頃向向胡佛研究所、傳統基金會及美國企業研究所晉用人材。

（二）衡量政策影響力之指標

  1、媒體的曝光率：智庫研究者James McGann、 Donald E. Abelson、 Andrew Rich等發現美國自80年代以後智庫數目大幅增加，競爭日益激烈，為了發揮影響力，鼓勵其研究者在報紙發表評論並接受電子媒體的訪問，特別是保守派之傳統基金會及美國企業研究所對於媒體公關最為積極。此一媒體的曝光率在數量可以客觀衡量，雖然不能做為直接影響政策結果的證據，但具有告知民眾及形塑民意之效果，研究者於是以媒體的曝光率做為測量智庫影響力的指標之一。

      2、國會聽證：智庫研究者並發現美國國會經常就相關政策問題邀請智庫或大學研究中心的學者至國會之相關委員會做證，智庫學者在國會中做證係開資訊，其數量可以客觀的衡量，國會聽證可直接訴諸具有決策影響力的國會議員，透過媒體報導同時具有形塑民意的力量，於是研究者也把它做為測量影響力的指標。

      3、精英網絡：前兩項指標雖然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上可以測量及觀察，智庫研究者從美國總統選舉、相關公共政策立法的個案研究中，發現美國智庫學者與政策決者間確實存有政治菁英網路，不但智庫學者成為政策決者比其他國家機會來得高，美國智庫學者與行政部門及國會決策者彼此互動密切，透過私人網絡及會談，對於政策的形成及結果具有相當影響力。接受筆者訪談之知名智庫學者史文表示，菁英間私人網絡的影響力比看得見的媒體曝光率及國會聽證更具影響力，惟菁英網路的影響力很難測量，但可以從該智庫董事會成員及資深研究員具有多少位退休的官員，以及其研究發現及成果是否會包裝成決策者容意接受型式（決策者沒有時間看冗長的論文，喜歡精簡之論述）等兩個角度，評估智庫在菁英網路中的份量及影響力。

六、智庫研究對台灣生存發展之意涵

1、智庫觀點及台灣挑戰之省思

（1）從美國主要智庫的觀點來看，台灣的民主基礎尚未穩固，內部政治意見分岐，政黨間缺乏信賴，難以形成政策共識，適足給予崛起中的中國運作統戰分化之空間，復以中國快速軍備擴張，並在亞洲區域經濟整合的過程中孤立台灣，對台灣在政治、經濟及安全的層面上已形成相當嚴峻之挑戰，台灣必須能夠建立有效的民主機制，化解歧見，並在國防安全上做合理的投資及改革，否則無法與中國長期競賽。

（2）美國並不反對台灣朝建立有效民主機制上做結構性或制度上的改革，惟目前美國專注於反恐戰爭，面臨美軍於伊拉克、阿富汗作戰及北韓、伊朗核武問題，需要中國合作，基本上希望亞太地區維持穩定的格局，美國政府對於我國憲政改革保持謹慎的態度，希望我方恪守承諾不涉及主權議題，而給予中國挑釁之口實。

（3）美國政治體系開放性較強，雖然智庫直接政策影響力難以評斷，但主要智庫專家進入政府擔任政府決策者的機會比其他國家來得高，人數遠多於其他國家，而且主要智庫建言對於黨紀約束力較低的美國國會議員能夠發揮影響力的空間也較大，可以協助對美遊說的工作。鑒於爭取美國支持為確保台灣安全的關鍵因素之一，需要長期佈局，持續發展合作關係，廣泛結交美國主要智庫專家人脈，以形塑有利台美外交的管道與輿論環境。

（二）美國智庫對我國際文宣之啟示

    1、美國主要智庫係美國外交決策菁英網路之重要環節，係我方瞭解美國外交決策風向的重要管道之一。

2、美國主要智庫經常舉辦論壇、研討會等活動，並邀請決策人士（及其幕僚）及媒體人士出席，我方之參與可以傳達台灣之觀點；特別是我高層首長如透過智庫進行演講、視訊會議等方示做政策宣示，將具有相當國際文宣的效果。

3、美國主要智庫除出版刊物外，並鼓勵其研究人員將研究發現及結論發表於報紙的社論對頁或接受電子媒體的專訪，並張貼於網際網路上，透過智庫管道陳述我方觀點，可以形成輿論影響力。

4、美國主要智庫之專家經常受邀至國會聽證，證詞可能會被媒體引用，具有增加媒體曝光率，提高相關論述及觀點能見度之效果。

5、智庫活動，除了美方決策、幕僚人士及媒體人士參與外，相關議題也可能受外國駐美使館人士、國際媒體駐美人員及至智庫做訪問研究的學者或專家的注意，具有一定的國際文宣效果。

肆、建議

一、鞏固民主

1、深化政治改革，改善民主體質：台灣需要建立有效民主機制，凝聚共識，除了已進行之國會改革外，擬議中之修改雙首長制邁向內閣制或總統制，建立權責分明之政府，應積極辯論，建立共識後推動，以增加台灣民主政治體系的穩定性與競爭力。

2、加強遵守憲政規則，發展理性辯論的政治文化：除了政治結構之改善，應鼓勵政黨及政治人士遵守憲政規則，透過理性辯論解決政策歧見，建立政治互信，發展政黨間可以在不同政策議題上進行折衷及合作的政治文化。

3、發展重視政策評估之文化與機制：政策問題日趨複雜，需要理性而專業的分析，降低過度政治化之因素，以提高決策的品質。以美國國會為例，除國會研究處提供專業之分析與評估，並經常諮詢民間智庫或大學研究中心之專業意見，做為其推動相關政策立法之依據，特別是在有關國家安全之政策，亟需要專業客觀而細膩的分析與評估。

4、加強對美諮商：美國正投注於反恐戰爭，相當關切台灣憲政改革的內容與方向，不希望給予崛起中的中國挑釁之口實，造成與中國衝突的局面，鑒於美國支持係台灣安全之關鍵所在，有必要充份告知美國政府相關的發展，並諮詢其意見。

  二、國際文宣

      1、形塑民主而負責任夥伴的形象：透過智庫及媒體等管道充份告知美國政治菁英及民眾，台灣在面對中國統戰及軍事威脅情勢下，深化民主改革的挑戰及種種努力，並展現台灣重視美國在東亞地區戰略及經濟等國家利益，積極尋求在雙方共同利益的基礎上與美國合作的決心與作為，台灣不但民主而且負責任，是美國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 

      2、積極展現與中國對話的意願，建立和平締造者的形象：充份告知美國政治菁英及民眾，台灣與中國民間之經濟文化交流密切，台灣對於中國經濟發展及人民就業上具有相當貢獻，並期待中國學習台灣民主進一步政治開放及改革；雖然中國一再拒絕與台灣民選政府進行對話，我方持續採取如擴大小三通、包機直航、開放大陸觀光客善意措施，期待中國放下僵化的立場，尊重台灣民主的制度，我政府願意在對等的原則下與其進行對話協商，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兩岸的爭議及歧見。

      3、加強培植國安事務人材，鼓勵與美國智庫、學術界的交流：國安事務除了戰略、軍事安全等傳統議題外，已擴及至能源安全、流行性疾病、天然災害、環境保護等非傳統之議題，需要專業而跨科際領域的知識與政策分析，特別是我國民主化後，文人領軍的制度已逐漸確立，文職決策官員處理複雜且跨專業領域之國安問題的角色將日益吃重。美國智庫及學術界在此一方面已累積相當的人材、經驗與知識，為因應未來的國安挑戰，我國應重視國安事務人材的培訓，並鼓勵與美方進行合作與交流。從國際文宣的角度，此一作為可藉由台美雙邊菁英網路之互動與建構，加強美國菁英瞭解台灣的觀點。

      4、深化與智庫聯繫關係，厚植我對美遊說的力量：美國主要智庫除了具有形塑民意及協助國會遊說的力量，主要智庫與決策者間之私密的網絡聯繫，以及智庫旋轉門之功能，可能發揮的影響力不容忽視，我駐美機構仍須與主要智庫保持聯繫並進行相關合作計畫，做為我方影響美方民意及決策的管道之一。

伍、結論

    美國政治體系開放性相當高，其主要智庫在美國外交決策的影響力比其他採行內閣制的國家智庫之政策影響力來得大，特別是每次政權政黨輪替時，新當選的總統會從主要智庫晉用外交及國防決策及幕僚人材，因此，智庫人脈關係的建立必須及早佈局，並予深耕。而且，智庫具有增進台美雙邊政策對話及溝通之功能，並可以在媒體文宣及國會聽證上發揮形塑民意及輿論的效用，是我方進行國際文宣，傳達台灣觀點可以善加運用之平台。但是，影響美國對中對、台決策之機構還有美國企業團體、工會、人權團體、宗教團體、美籍台灣人社團等機構（利益團體），推動對美外交及文宣，仍需要根據不同的政策議題性質與內容，權衡情勢，並瞭解各機構的立場與需求，運用包括智庫、媒體、非政府組織等多重機構之管道形成民意壓力並進行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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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of Research Project

Of the many influences on US foreign policy formulation, the role of think tanks is perhaps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and least appreciated. According to a survey conducted by Burson-Marsteller in 1993 and again in 1997, congressional staff and journalists consistently ranked think tanks such as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the Cato Institute,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the Rand Cooperation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 US foreign policy-making. The role of think tanks in the policy formulation process is multifaceted. Research shows that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guidance on specific policy directions, think tanks may create new policy debates and/or shift the terms of ongoing debates, shape the direction of media coverage, and provide talent to help staff key policy-making posts.

This research project focuses on the role of think tanks in US policy formulation regarding China and Taiwan. Given the growing complexities of the US relationship with an increasingly assertive China and the volatile nature of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s behind US foreign policy-making is important. The research project focuses on three main questions: 
1. How do leading US think tanks view key issues concerning China and Taiwan? And what are their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these issues?

2. How do think tanks pursue their respective strategies in influencing policy-making regarding China and Taiwan? 

3. What are the result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stakeholders in the China-Taiwan relationship? What are the factors that will influence future policy research agen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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